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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现状的实证测评

强月新　 胡　 阳

摘要: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的全国性调查

数据为依托,从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整体评价状况和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因

素两方面入手,对现阶段我国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进行调研分析。 研究发现:第一,总体

而言,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处于较高水平,中央级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优势始终显著,且

“央愈强,地愈弱”的动态格局拟成未来趋势;第二,“行业定力” 维度的较低评价反映了专

业权威取向对算法与平台逻辑的短暂不适应;第三,青年学生群体的公信力打分相对较低,
这是一种特定的群体心态在公信力上的反映,但也与新型主流媒体“破圈”能力不足有关;
第四,整体来看,社会化媒体使用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存在正向影响,意味着新型主

流媒体十年来的“借船出海”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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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媒介融合战略的十周年,亦是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提出的十周年。 新型主流媒体即以

互联网平台为传播基础设施,且具有新闻资质的官方媒体,综合“新型”和“主流”两个维度,可将其

进一步理解为以传递主导意识形态为重要任务的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再主流化。 作为国家层面

的发展战略,新型主流媒体的实质是执政党为了进一步维护与提升新传播格局中主导意识形态的领

导权和话语权而进行媒体融合改革的产物,也正因如此,其肩负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安全的

使命。 在新型主流媒体的“四力”中,公信力不仅是维持其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的保障,关系到传

媒业的生存与发展,更与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把握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现状,探
究影响公信力的受众要素,对增强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创新新型主流媒体传播体系的战略设计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统媒体时代,中国的主流媒体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中起到绝对的引领作用。 然而随着新传

播技术与新媒体的勃兴,主流媒体在新传播场域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公信力亦受到冲击。 为继续发

挥主流媒体的“旗舰”作用,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十年之际,本研究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

会转型期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 ,对当前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现状进行全国性覆盖的调查,进
而掌握与解析当前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一手材料和数据:一方面,检验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

效果;另一方面,尝试解析当前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新特征,助力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建设。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公信力现状的总体性把握

媒体公信力是一种基于受众感知的测评,主要表现为受众的主观判断和评价,这种评价过程具

有动态性及情境性。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不仅是通过新闻产品的传播而获得公众认可的能力,也是赢



得公众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表征为媒体的公众形象和产品的公众认可度。[1] 媒体公信力

作为理论问题的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涵盖概念阐发、机制研究、问题与对策分析等方面;而应用型

研究则重点关注公信力的测量这一操作性的问题,目的在于回答当前媒体公信力现状到底如何。
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媒体公信力调查研究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媒介信任遭遇低谷时期。 1984

年,美国报刊编辑协会( ASNE) 和美联社编辑主任协会( APMEA) 成立了可信度委员会( Credibility
 

Committee) ,1985 年前后,美国媒介研究机构开展了 6 项颇有影响的媒介可信度调研项目,分别为:
①由美国报刊协会( API)于 1984 年开展的媒介从业者对报纸可信度问题的讨论会,探讨报纸可信度

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提高报纸可信度的途径;②由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起,莫里研究机构于 1984 年

12 月至 1985 年 1 月执行的全国调研,通过焦点小组访谈、邮寄问卷调查(1600 名受众)和电话访问

(1002 名受众)两个阶段的调查,分析美国的媒介可信度存在哪些问题,探讨为何不同的受众会不信

任媒介,媒介从业者和受众对新闻和媒介的认知有何不同,如何提高媒介可信度,可信度的重要性

等;③《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于 1985 年春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民意调查(3000 名受众) ;
④甘耐特媒介研究中心媒介可信度项目的小型初步研究(217 名受众) ;⑤由《时代镜报》 (Times-Mir-
ror

 

Company)发起,盖洛普机构于 1985 年 5 月到 11 月执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和民意调查(3000 多名受

众) ,并且以纵贯调查的形式持续研究,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媒介可信度的变化情况;⑥由美联

社编辑主任协会发起,莫里机构执行的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全美调研。[2] 6 个调研项目皆围绕美国

媒介可信度的现状和问题展开,但是彼此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 多位学者指出,这是由于概念界定、
测量方式、遣词用句等不一致的问题所导致,这对研究机构提出了建构高外部效度的测量指标的

要求。
在我国的相关调查研究中,“媒体公信力” “媒体可信度” “媒介公信力” “传媒公信力”等提法众

多,篇幅所限,本研究不作一一辨析,而将其统摄到“媒体公信力”的提法下进行综述。 早年民众对于

以党报党刊为代表的新闻媒体总体持信任态度,媒体公信力普遍较高,哪怕在非典危机中,官方媒体

的公信力依旧占据高位。 2000 年以来,喻国明团队在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测评上展开了一系列较为丰

富的工作,涵盖宏观的媒介环境、中观的媒介渠道与新闻类型、微观的具体媒体机构等多层次全方位

的公信力现状考察,且评价指标较多、测量方法多元;除此之外,还包括大众传媒公信力评价指标的

建构和相关量表的开发与应用,均产生了较大反响。 2010 年后,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除了主流媒

体公信力的测评研究外,有关新媒体的媒体公信力测评也开始慢慢增加,同时,传统媒体时代与新媒

体时代的媒体公信力测评也存在着理念和标准的不同。 在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测评研究上,张洪忠团

队和强月新团队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较为突出。 张洪忠团队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在

2009 年、2012 年、2018 年分别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内涵盖多个城市的传媒公信力调查;除此之外,
选取并比较上述三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一方面党报公信力呈下降趋

势,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党报公信力具有正向影响,但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党报接触程度的

降低,党报的媒介接触下降带来的负效应大过社交媒体使用的正向影响。[3] 强月新等通过对我国民

众对主流媒体公信力认知的基本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民众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总体评价较高,但
在不同类型和级别的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上差异显著,公众普遍认为通过传统主流媒体渠道获取的

信息相较于网络渠道更为可信,其中电视类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最高,报纸次之;中央级媒体公信力优

势明显,省级主流广播媒体不敌知名商业门户网站;传统主流媒体的使用优势逐渐式微,引发公信力

评价的持续下滑,网络媒体发展势头强劲,部分门户网站公信力的评价高于传统主流媒体。[4] 而在新

媒体的公信力研究方面,李晓静团队、詹骞团队等则展开了社会化媒体公信力测量的相关工作,这些

研究通常辅以新的测评工具,如新量表的开发与使用眼动追踪等新技术。
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发现:第一,近年的相关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媒介使用等为自变量的预

测性研究为主,以期发现与媒体公信力有关的变量,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不过,媒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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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通常涵盖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等分类,似乎不再完全适用于当前传统媒介渠道式微与

“移动优先”的趋势,由此得出的线性关系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将有所减弱。 第二,采用多维度公信力

量表测量因变量的研究多停留在对 Meyer 可信度量表与传统大众传媒公信力量表的使用上,尤其是

在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测量方面缺少新媒介环境下新测量工具的构建与实际应用。 第三,从研究结论

看,近年的媒体公信力测评研究结果指向了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类型,相关主

流媒体行业机构等)的下滑趋势,这一趋势侧面印证了打造全媒体体系、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以提高新

闻舆论“四力”的必要性。
有学者指出,传媒生态的急剧变化与公众对传媒公信力评价基础发生变化,将很可能改变媒体

的公信力格局。[3] 因此,本研究需要回答的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Q1,这是本研究构建新评价指标的核

心任务:
Q1: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整体评价情况如何?
(二)微观人口特征要素影响

微观个体要素主要指受众因素。 影响媒体公信力 / 可信度的受众因素(常见预测变量)主要有受

众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要素。 既有研究已证明了人口

统计学特征要素在博客[5] 、新闻网[6] 、在线政治信息[7] 等公信力 / 可信度评估中的重要预测作用。
具体而言,性别方面,既有研究表明男性对纸媒给予更多信任,而女性更倾向于对视听媒体与社

会化媒体给予高公信力 / 可信度评价[4] ,该研究发现侧面印证了性别在媒介使用偏好中的影响。 年

龄方面,既有研究表明年龄(代际)在媒体公信力 / 可信度评价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年龄与网络媒体的

公信力 / 可信度评价呈负相关关系[8] ,但与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呈正相关关系[4] ,意味着年老者对新

事物的接纳程度相对较低,对传统与权威更为认可,有趣的是,新型主流媒体既是主流媒体,又以移

动互联网为主要载体,这一“矛盾”在年龄(代际)的公信力评估中将呈现怎样的结果,尚无相关研究

探讨。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既有研究发现学历越高的群体对社会化媒体与主流媒体给予的公信力 /
可信度评价越低[4] ,这并非源于高学历人群对社会化媒体与主流媒体带有偏见,更有可能的原因是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具有更高的批判性,其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媒介化生活、数字化生活)态度往往

更加谨慎,媒介素养与数字素养也往往更高。 收入方面,一部分研究表明收入与媒体公信力 / 可信度

评价呈负相关关系[4] ,亦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9] ,这一变量可能需要结合其他要素进行综合的、
情境化的考察。 职业方面,既有研究发现农民对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评价高于其他职业群体。[4] 政治

面貌方面,相关研究认为不同政党属性的人将相应地给予不同媒体差异化的公信力 / 可信度评价,以
我国为例,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喉舌,党员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评价就会显著高于非党

员。[10] 这些研究发现也间接表明了受众的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媒介素养、社会团体等因素对媒体公

信力 / 可信度评价具有重要影响。
不过,上述研究发现多反映的是西方受众要素对媒体可信度评价的影响,而国内相关研究仅仅

呈现了早年的国内媒体公信力评价情况。 近年张洪忠团队考察社交媒体使用对党报公信力影响的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十年后,人口统计学特征要素对党报公信力评价已不再有显著影响,在人口

特征之外,党报的读者与非读者的差异才是关键变量。[3] 如前文所述,新型主流媒体有主流媒体的属

性,亦涵盖“报”的前身,与此同时又以社会化媒体为载体,前人的研究发现无法照搬分析。
因此,本研究想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
Q2: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与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特征要素是否会影响新型主流媒体公

信力评价?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性,有助于有针对性地

提出公信力的提升对策。
(三)宏观环境要素影响

宏观环境因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 哈贝马斯的社会系统论包含三个子系统,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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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 首先,社会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整体,都发挥着作用;其次,在
社会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每一个部分并不是都发挥着相同的作用,有支配性的,也有从属性的。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系统构成与关系相对稳定,且政治系统起核心作用,新型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

的“喉舌” ,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更多的是出于对媒体政治身份的信任。 在当前我国政治体系稳

定的状况下,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政治体系链条上的一环,受众对其信任度也相应较高。
在宏观环境要素中,最大的变化是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生态的变革。 如前文所述,新技术的勃

兴与迭代冲击了传统的传播权力格局,反映在具体媒介环境中,则直接表现为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与

深度普及,有学者将其称为“影响传媒生态的一个最大新增变量” [3] 。 有学者认为新媒介环境中出现

了“双重话语空间” ,即官方话语空间与民间话语空间,官方话语空间主要以官方大众媒体、文件和会

议为载体;而民间话语空间则主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以及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11] 社会化媒

体为个人观点的表达提供了更加自由的场域,对官方话语形成持续冲击,“来自普通大众的话语构建

了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复调式话语叙事,各权力主体在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话语的限制与突破的

不断博弈中消解过去单向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 [12] 以至于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官方话语试

图通过深度加入社会化媒体来统摄双重话语空间。 然而,基于公共话题的各方博弈依旧激烈而复

杂,在上述社会化媒体的影响下,主流媒体公信力究竟如何,有待探究。
既有研究产生了分歧性的结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对互联网(自媒体、网络论坛、外媒的使用等)

的高频率使用将降低公众对中央媒体公信力评价,因为互联网的商业化特征稀释主流媒体的权威

性[13] ,这是将经济系统的宏观变量纳入了分析范畴;但有些学者的调查呈现相反的结果,即上网频

率越高对主流媒体公信力的评价就越高,持这部分观点的学者认为,真伪难辨的网络信息与主流媒

体的权威报道的对比核验有助于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巩固[4] ,这亦是一种市场导向(注意力市场)的解

释路径。 本研究认为,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与调研开展的时间有关,既然社会化媒体的勃兴是传媒

生态的关键变量,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与对社会系统的渗透,其影响方式与结果也将发生变化。 有

学者试图用“读者”与“非读者”的区分来调和上述矛盾性的发现,认为党报读者对党报的公信力评

价不变,仅仅影响非读者的评价,而社交媒体挤压了党报读者规模,才使得总体上党报公信力受到了

负面影响,这是社交媒体对党报公信力的间接影响。[3]

新型主流媒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媒介形态就是社会化媒体,除了新闻客户端外,微信(即时通信

媒体) 、B 站(视频媒体) 、今日头条(新闻聚合平台)的相关账号均是新型主流媒体的不同形态,公众

通常通过“偶遇”的方式接触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新型主流媒体。 即大多数时候,公众只有使用社会

化媒体,才能够接触新型主流媒体,这使得新型主流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关系颇有些暧昧。 在这样

的背景下,探究社会化媒体使用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是必要的。
据此,本研究想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
Q3: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有何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观照长期以来新型主流媒体“借船出海”的效果。

二、调研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依托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开发与验证研究的数据展开研究。
(一)调研对象说明

1. 受试样本与人口统计学描述

抽样方面,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将 CNNIC《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网民

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作为分层标准[14] ,通过调研平台 Credamo 见数的在线样本库服务进行问卷发

放,将质量控制条件设置为“被试信用分大于等于 90”与“被试历史采纳率大于等于 90%” ,根据分层

标准、问卷最少填写时间与质量控制题等监测数据回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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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描述方面,问卷发放与回收时间为 2023 年 9 月至 11 月,最终回收 1800 份样本,剔除作答质

量低的数据后剩余 1723 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 95. 7%。 样本性别和年龄构成与网民属性结构较为

一致:男性 904 人,女性 819 人;20 岁以下 257 人,20 ~ 29 岁 266 人,30 ~ 39 岁 359 人,40 ~ 49 岁 314
人,50 ~ 59 岁 289 人,60 岁及以上 238 人;涵盖从小学到硕博研究生各阶段学历;职业涵盖《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 》中除“军人”外的七大类职业分类[15] ;还包含了不同政治面貌

与收入区间;此外,样本地区分布涉及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一、二、三线城市,对我国各级区域的网

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 评价对象

调研的评价对象为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学习强国、新京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极目新

闻与封面新闻等 9 家新型主流媒体。 上述媒体的所有社会化媒体形态(客户端及其微博、微信、抖
音、快手、B 站、知乎等平台账号)都包含于评价对象之中。 选择理由如下:第一,所选新型主流媒体

具备中央与地方行政级别的代表性。 具体而言,涵盖 4 家中央级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与学习强国,5 家地方级媒体:新京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极目新闻与封面新闻。 第二,上述媒体

的主管单位所属行政区域具备代表性:除了央媒之外,包括北京(首都) 、广东(南部) 、上海(东部) 、
湖北(中部) 、四川(西部)几个地区。 第三,综合“生产”与“播发”能力看,它们同样是地方级媒体中

建设最好的一批新型主流媒体。 内容生产能力方面,上述媒体近五年均获得过国家级新闻奖项(中

国新闻奖) ;融合传播效能方面,上述媒体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粉丝(单一平台)
达到千万级,传播范围亦超越了所属的地方区域。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描述

1.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测量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为因变量。 从测评媒体公信力的具体方法来看,目前普遍接受的主要是绝

对公信力、相对公信力、多角度测量法等方法。 相对公信力测量法在小范围的比较中才有意义,这一

方法难以得出确切的公信力程度以辅助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绝对公信力测量法以单一问题探究受

众对媒介的信任,具有操作便利的优点,但有学者提出这一方法容易使测量夹杂情感、身份认同等

“杂质” [16] ;而多角度测量法主张综合受众对媒介不同功能以及信息的质量或特点等评价,具体的条

目描述能够使受众的评价过程相对理性,多维度量表设计亦使得公信力测量趋于全面客观。 因此,
本研究认为以媒体表现为测量标准的多维度量表可以补足绝对公信力测量法的“缺点” ,选择采用多

角度测量法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进行测量。
多角度公信力测量采用 12 题项的自编“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 ( α = 0. 872) ,涵盖“行业定

力” “政治立场” “公共价值”和“播发技巧”四个维度。 从量表构建程序看,自变量表严格按照量表开

发程序构建而成。 质性研究(访问 72 位受访者;咨询 25 位学界、业界、党委宣传部门专家)与探索性

因子分析( n = 500)确定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维度划分;在信效度检验部分,总问卷和各维度均

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与分半信度,证明了该问卷测量结果的稳定性;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 n = 1723)的结果则从实证数据的角度再一次验证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结构划分的

有效性;进一步的组合信度检验、收敛效度检验与区分效度检验表明模型的拟合良好。 从结构内涵

看,自编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在立足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基本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反映了社会转

型期的新闻消费文化特征与国家社会治理理念。 目前中国学者对于媒体公信力的测评指标构建主

要集中于“政治权威性” “社会关怀”和“新闻专业主义”等三个方面,从本研究所开发量表的一阶维

度看,“行业定力” “政治立场” “公共价值”与“播发技巧”四个维度总体上契合学界公认的媒体公信

力的主要方面。 而量表的具体题项构成则表明,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赢得必须适应当下的新闻文

化特征与社会治理理念,前者为横向的信息环境,后者为纵向的政策要求,这在施测结果中也得到了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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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题项构成及主要信效度信息见表 1。 提问方式为:“您认为某新型主流媒体的表现在多大程

度上符合下列描述?” (给出具体媒体名称及其社会化媒体账号名称举例) ,选项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 ,分别记 1 ~ 5 分。 此外,描述统计部分,采用维度均分与总表均分分别作为各维度与公

信力总体情况的评价得分。

表 1　 量表题项及信效度分析

测量变量 测量题项 负载 Cronbach􀆳s
 

α C. R. AVE

行业定力

该媒体没有标题党行为 0. 754

该媒体报道议题无蹭流量现象,实事求是 0. 697

该媒体在新闻报道内容中没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失范问题 0. 756

0. 761 0. 766 0. 523

政治立场

该媒体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 0. 735

该媒体站在人民的立场,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0. 569

该媒体常常宣扬正能量 0. 830

0. 748 0. 757 0. 510

公共价值

该媒体关心人民生活,提供便民服务 0. 661

该媒体能够为大家提供有效的反馈渠道 0. 522

该媒体能够监督有关部门,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0. 775

0. 752 0. 754 0. 505

播发技巧

该媒体用户画像多元,报道兼顾不同群体的喜好 0. 736

语言风格贴近用户,可读性强 0. 728

该媒体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等符合我的个人偏好 0. 803

0. 754 0. 756 0. 508

　 　 注:AVE 值大于该构面与其他构面相关系数的平方( p<0. 01) ;篇幅所限,省略报告各因素相关系数

2. 社会化媒体使用测量

社会化媒体使用为自变量。 提问方式为“您每天使用手机浏览微信、微博、抖音、B 站、今日头

条、新闻客户端等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时长总共为多长时间?” 选项包含“少于 1 小时” “ 1 ~ 3 小时”
“3 ~ 5 小时” “5 ~ 8 小时” “8 小时以上” ,分别记为 1 ~ 5 分;除此之外,对每一个社会化媒体的使用进

行单独提问,如“您每天使用手机浏览微信的时长为多长时间?”分别询问了微信、微博、抖音、B 站、
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等 6 种社会化媒体的使用,选项及计分方式相同。

3. 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特征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政治面貌、收入等,在上文“样本选择”部分

已作介绍。
使用 SPSS

 

Statistics
 

21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整体评价状况

新型主流媒体总公信力及各维度平均分与标准差如表 2 所示。 首先,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从
公信力总体情况看,新型主流媒体各维度公信力评价都高于 4 分(总分为 5 分) ,说明总体上新型主

流媒体公信力得分较高;其次,“政治立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维度( M = 4. 457,SD = 0. 647) ,而
公众对新型主流媒体“行业定力”表现的评价相对较低( M = 4. 082,SD = 0. 727) 。

表 3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从施测媒体看,中央级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在“行业定力” ( t =
-14. 619,p<0. 001) 、“政治立场” ( t = -9. 836,p<0. 001) 、“公共价值” ( t = -7. 728,p<0. 001) 、“播发

技巧” ( t = -5. 678,p<0. 001)以及总公信力( t = -12. 420,p<0. 001)各个指标上均显著高于地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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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公众习惯将主流媒体视作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而政治信任在我国存在“央强地弱”的特

殊“国情” ,即我国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地方政府,若将新型主流媒体视政府互联网权力的延

伸,上述“倒差序格局”在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中亦能得到迁移与印证。

表 2　 公信力总概览(n= 1723)

维度 均分(标准差) t

行业定力 4. 082(0. 727) 233. 168∗∗∗

政治立场 4. 457(0. 647) 338. 470∗∗∗

公共价值 4. 204(0. 625) 279. 436∗∗∗

播发技巧 4. 130(0. 617) 277. 715∗∗∗

总公信力 4. 218(0. 497) 352. 394∗∗∗

　 　 注:∗∗∗ p<0. 001

表 3　 中央级、地方级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差异

中央级( n = 783) 地方级( n = 940) t 值

行业定力 4. 336( -0. 493) 3. 870( -0. 817) -14. 619∗∗∗

政治立场 4. 590( -0. 414) 4. 345( -0. 615) -9. 836∗∗∗

公共价值 4. 327( -0. 544) 4. 102( -0. 667) -7. 728∗∗∗

播发技巧 4. 220( -0. 534) 4. 055( -0. 670) -5. 678∗∗∗

总公信力 4. 369( -0. 348) 4. 093( -0. 563) -12. 420∗∗∗

　 　 注:∗∗∗ p<0. 001

(二)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人口统计学差异

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为自变量,以公信力总表及其四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多因

素方差分析。 由于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在性别、受教育情况与政治面貌层面差异不显著,下文

仅呈现年龄(代际) 、职业与收入层级对公信力评价的影响。
1. 代际差异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因素中的“年龄”分组为“代际”进行分析,一是因为新型主流媒体以社会

化媒体的形态问世,当我们把研究目光聚焦到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上时,“数字鸿沟”理论提醒我们,由
于触网的起点时间、对新技术的认可与接受度以及使用能力等因素,关于社会化媒体接触及其效果

的探究不能一概而论;从社会化媒体使用情况来看,“数字原住民” (青年群体) 、“数字移民” (中年群

体)和处于数字时代边缘的老年人群体理论上有显然差别。 二是因为三个代际的划分除了具有上述

理论意义之外,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还有操作上的便利,也能够使分析结果更加简洁。 因此本研究

参考既有文献对代际的概念化与操作化,结合原始问卷的年龄选项,将青年群体年龄界定为 30 岁及

以下( n = 523) ,中年群体年龄定为 31 ~ 50( n = 673) ,老年群体年龄定为 51 岁及以上( n = 527) 。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在老、中、青三个代际组呈现了显著差

异。 Tukey 法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在总公信力( F = 74. 291,p< 0. 001) 与“行业定力” ( F = 82. 615,p<
0. 001) 、“政治立场” ( F = 31. 017,p<0. 001) 、“公共价值” ( F = 23. 867,p<0. 001) 、“播发技巧” ( F =
48. 236,p<0. 001)各维度上,青年组的公信力评价均显著低于中年组与老年组,而中年组与老年组

的公信力评价差异不显著。 趋势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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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代际差异检验

因变量
代际

青年( A) 中年( B) 老年( C)
F 值 Tukey 多重比较

行业定力 3. 756(0. 853) 4. 225(0. 596) 4. 222(0. 633) 82. 615∗∗∗ A<B,A<C

政治立场 4. 303(0. 647) 4. 516(0. 471) 4. 534(0. 495) 31. 017∗∗∗ A<B,A<C

公共价值 4. 050(0. 704) 4. 286(0. 570) 4. 252(0. 579) 23. 867∗∗∗ A<B,A<C

播发技巧 3. 915(0. 706) 4. 214(0. 547) 4. 230(0. 552) 48. 236∗∗∗ A<B,A<C

总公信力 4. 006(0. 589) 4. 310(0. 405) 4. 311(0. 435) 74. 291∗∗∗ A<B,A<C

　 　 注:∗∗∗ p<0. 001

图 1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代际差异

2. 职业差异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在职业组呈现了显著差异。 Tukey 法事后比

较结果显示,在总公信力与各维度上,学生组在“行业定力”维度( F = 23. 529,p<0. 001)与总公信力

( F = 22. 503,p<0. 001)评价上均显著低于其他职业组( F = 23. 529,p<0. 001) ;学生组在“政治立场”
( F = 9. 641,p<0. 001) 、“公共价值” ( F = 11. 523,p<0. 001)与“播发技巧” ( F = 13. 687,p<0. 001)维

度评价上显著低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组,专业技术人员组,职员、办事人员

和有关人员组,商业、服务业人员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组与其他组;其余职业组之

间的公信力评价无显著差异。 趋势图见图 2。

表 5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职业差异检验

因变量
代际

A B C D E F H I
F 值

Tukey
多重比较

行业

定力

4. 178
(0. 732)

4. 148
(0. 649)

4. 200
(0. 625)

4. 161
(0. 676)

4. 101
(0. 735)

4. 094
(0. 593)

3. 566
(0. 876)

4. 178
(0. 706)

23. 529∗∗∗ H<A,B,C,
D,E,F,I

政治

立场

4. 425
(0. 538)

4. 502
(0. 511)

4. 536
(0. 483)

4. 453
(0. 584)

4. 522
(0. 346)

4. 594
(0. 371)

4. 222
(0. 651)

4. 451
(0. 620)

9. 641∗∗∗ H<A,B,C,
D,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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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代际

A B C D E F H I
F 值

Tukey
多重比较

公共

价值

4. 312
(0. 568)

4. 268
(0. 552)

4. 241
(0. 60)

4. 282
(0. 569)

4. 130
(0. 702)

4. 218
(0. 537)

3. 897
(0. 752)

4. 150
(0. 714)

11. 523∗∗∗ H<A,B,C,
D,F,I

播发

技巧

4. 276
(0. 574)

4. 200
(0. 544)

4. 151
(0. 575)

4. 201
(0. 556)

4. 145
(0. 459)

4. 120
(0. 548)

3. 803
(0. 777)

4. 127
(0. 677)

13. 687∗∗∗ H<A,B,C,
D,F,I

总公

信力

4. 298
(0. 482)

4. 279
(0. 418)

4. 282
(0. 429)

4. 274
(0. 483)

4. 225
(0. 486)

4. 256
(0. 370)

3. 872
(0. 619)

4. 227
(0. 545)

22. 503∗∗∗ H<A,B,C,
D,E,F,I

　 　 注:∗∗∗ p<0. 001;为了使图表简洁,将各职业用字母代替:A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B = 专业

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作家等专业人员) ,C = 职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D = 商业、服务业人员,E =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F =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G = 军人,H = 学生,I = 其他

图 2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职业差异

3. 收入差异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将收入大致划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进行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

调查[17] ,按照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我国年收入在 10 万元到 50 万元之间的家

庭为中等收入家庭。 为方便统计分类,本研究将年收入 3 万元及以下的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年
收入为 3 万元到 18 万元的样本划分为“中等收入”组,将年收入高于或等于 18 万元的样本划为“高

收入”组。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6。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在收入组呈现了显著差异。 Tukey 法

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在总公信力( F = 63. 532,p<0. 001)与“行业定力” ( F = 69. 116,p<0. 001) 、“政治

立场” ( F = 15. 981,p < 0. 001) 、“公共价值” ( F = 32. 790,p < 0. 001) 、 “ 播发技巧” ( F = 41. 295, p <
0. 001)各维度评价方面,低收入的公信力评价显著低于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组;在行业定力、公共价

值、播发技巧方面,中等收入组的公信力评价显著低于高收入组。 趋势图见图 3。

表 6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收入差异检验

因变量
收入

低收入( A) ( n = 305) 中收入( B) ( n = 1092) 高收入( C) ( n = 326)
F 值 Tukey 多重比较

行业定力 3. 680(0. 870) 4. 128(0. 685) 4. 304(0. 554) 69. 116∗∗∗ A<B,A<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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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收入

低收入( A) ( n = 305) 中收入( B) ( n = 1092) 高收入( C) ( n = 326)
F 值 Tukey 多重比较

政治立场 4. 298(0. 614) 4. 487(0. 525) 4. 505(0. 526) 15. 981∗∗∗ A<B,A<C

公共价值 3. 960(0. 721) 4. 234(0. 606) 4. 333(0. 521) 32. 790∗∗∗ A<B,A<C,B<C

播发技巧 3. 870(0. 735) 4. 154(0. 587) 4. 295(0. 514) 41. 295∗∗∗ A<B,A<C,B<C

总公信力 3. 952(0. 592) 4. 251(0. 464) 4. 359(0. 411) 63. 532∗∗∗ A<B,A<C,B<C

　 　 注:∗∗∗ p<0. 001

图 3　 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收入差异

综合代际、职业与收入组间差异比较可发现,青年组、学生组与低收入组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

评价相对较低,三个组别共同勾勒出青年学生的群体画像。 可以认为,相对而言青年学生群体给予

的公信力评价是较低的。
(三)社会化媒体使用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影响

在大规模施测中纳入了对微信、微博、客户端、抖音、B 站、今日头条等 6 种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测

量。 表 7 呈现各项均分。

表 7　 社会化媒体使用情况(n= 1723)

均值 标准差

微信 2. 440 0. 983

微博 1. 356 0. 582

新闻客户端 1. 573 0. 671

抖音 1. 283 0. 528

B 站 1. 337 0. 576

今日头条 1. 474 0. 683

社会化媒体使用总时长 2. 862 0. 988

　 　 注:选项为 1 ~ 5 分,1 = “少于 1 小时” ,2 = “1 ~ 3 小时” ,3 = “3 ~ 5 小时” ,4 = “5 ~ 8 小时” ,5 = “ 8 小时以上” ;“社会

化媒体使用总时长”取值不是各平台分值的简单相加,是因为 1 = “少于 1 小时” ,可能为 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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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总公信力与公信力各维度评价纳入逐步回归方程分析,考察单一的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
抖音、B 站、今日头条等社会化媒体使用以及社会化媒体使用总时长对新型主流媒体总公信力评价

的影响关系。
如表 8 所示,模型 1 的 F 值为 28. 292,显著度为 0. 000;模型 2 的 F 值为 22. 678,显著度为

0. 000;模型 3 的 F 值为 27. 766,显著度为 0. 000。 模型 2 显示,从单一社会化媒体使用频率来看,新
闻客户端使用与新型主流媒体总公信力评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β = 0. 137,p < 0. 001) ,抖音使用

( β = -0. 050,p<0. 05)和 B 站使用( β = -0. 106,p<0. 001)与新型主流媒体总公信力评价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其他社会化媒体使用与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无显著相关关系;模型 3 显示,考察社会化

媒体使用总时长与新型主流媒体总公信力时,发现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β = 0. 055,p<0. 001) 。

表 8　 社会化媒体使用与公信力总值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性别 -0. 016 -0. 014 -0. 013

年龄 0. 045∗∗∗ 0. 029∗∗ 0. 048∗∗∗

学历 -0. 019 -0. 018 -0. 019

职业 -0. 028∗∗∗ -0. 021∗∗∗ -0. 026∗∗∗

政治面貌 0. 018 0. 020 0. 016

收入 4. 891E-007∗∗∗ 4. 100E-007∗∗∗ 4. 899E-007∗∗∗

单一社会化媒体使用频率

微信使用 0. 002

微博使用 0. 030

新闻客户端使用 0. 137∗∗∗

抖音使用 -0. 050∗

B 站使用 -0. 106∗∗∗

今日头条使用 0. 016

社会化媒体使用总频率

社会化媒体使用总量 0. 055∗∗∗

调整 R 方 0. 087 0. 132 0. 098

R 方 0. 090 0. 138 0. 102

F 值 28. 292∗∗∗ 22. 678∗∗∗ 27. 766∗∗∗

　 　 注:∗∗∗ p<0. 001,∗∗ p<0. 01,∗ p<0. 05

四、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喜与忧

从施测结果看,“央强地弱”的公信力格局、“行业定力”维度的短暂落后、青年学生群体公信力

的难题与社会化媒体的促进作用勾勒出了当下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现状中真实的喜与忧,对话了过

往调查研究中的发现与理论,发掘出既有研究中笼统、单一的测量工具无法反映出的公信力短板,也
印证了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实践的成功。 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总体评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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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在中央级与地方级的公信力之间、在公信力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部分人口变量与社会

化媒体使用行为乃是影响公信力评价的重要因素。
(一)强与弱:高公信力的总体格局与“央愈强,地愈弱”趋势

总体而言,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处于较高水平。 不过,无论是具体的公信力维度还是总公信力

评价,中央级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优势始终显著,这与 2015 年进行的主流媒体公信力调查结果

一致。[4]

首先,从政治信任格局看,作为党的喉舌,主流媒体公信力与政治信任高度同构,《 2020 年爱德

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信任度综合指数同比增长 3 个百分点,以 82%的成绩连续第三

年位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首位,其中,政府信任度高达 90%,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 新型主流媒体

公信力作为政治信任在互联网的延伸与补充,不仅延续了高公信力的总体格局,还一定程度上与政

治信任的“倒差序格局”呈现相近特征,意味着政治信任格局中“央强地弱” [19] 的分野将在新型主流

媒体公信力中得到延续乃至强化。 其次,从资源配置能力看,“央强地弱”格局源自作为“国家队”的

中央级新型主流媒体在汇聚关系资本方面始终更具平台优势与资源优势,因此,在建设成为数字空

间中的核心节点以及关系资源的配置中心方面自然相较于地方级媒体而言走得更远。
更重要的是,“央强地弱”的现状不仅仅是对传统媒体时代公信力格局的简单维持,还将呈现“央

愈强,地愈弱”的趋势。 这可以从新闻消费方面进行解读。 当前,“回避新闻”成为一种新的新闻消

费文化,信息同质化与信息过载(及其伴生的倦怠情绪)是回避行为重要的预测因子。[20] 从新闻消费

的角度出发,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若想既简化自己的信息处理负担,又兼顾新闻获取需求,最合适的

方式就是保留关注少数的新型主流媒体,与此同时放弃其他同类型信源。 这样一来,中央级新型主

流媒体做得越好、公信力越高,地方级新型主流媒体所得到的关注便会更少,公信力评价也将趋于弱

化。 可以说,中央级媒体某种程度上间接挤占了地方级媒体的注意力市场,“央强地弱”的静态格局

向“央愈强,地愈弱”的动态格局转变。
(二)变革与失守:碎片化注意力市场之争与“行业定力”的短暂让渡

社会转型期与“后真相”时代相遇。 “后真相”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环境,呈现出“情感大于事实”
与公众注意力碎片化的特征。 相较于其他互联网播发主体,公众固然倾向于认为新型主流媒体播发

的消息为“真” ,但舆情的反转、热点追踪的“用力过猛” 、新闻伦理的剑走偏锋,均会招致公众的失

望,这种失望即对新型主流媒体“主流地位”深信不疑的落差,成为损耗公信力的隐患。
技术逻辑与平台逻辑入侵注意力市场,进而影响传统新闻业的专业逻辑,“行业定力”的较低评

价反映了专业权威取向对算法与平台逻辑的短暂不适应。 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在注意力市场的

建构中处于支配地位,而在社会化媒体中,注意力市场则是通过算法把关、定制化推荐、协同过滤等

方式加以建构,算法在资源配置、传受关系互动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规制性。[21] 新型主流媒体的被动

之处在于,必须在既有的算法分发规则下与用户建立连接,其播发内容才有触达用户端的可能,用户

兴趣偏向的技术逻辑与平台逻辑同专业逻辑的张力由此产生。 因此,“行业定力”维度在本次公信力

考察中普遍呈现较低的评价得分,是传媒市场的问题,更准确而言是新传播环境中注意力市场的

问题。
争夺注意力市场过程中偶尔“被牺牲”的新闻伦理规范与不同以往严肃新闻的报道创新难免对

公众心目中理想化、完全服务于公共价值的新闻乌托邦产生冲击,“行业定力”维度评价的不稳定乃

是这一策略调整的短期后果之一。
(三)普遍与特殊:青年学生群体的“信任危机”
本研究的调研中,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高低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并不都具有显著相关性。

我国的传媒体制要求党管媒体成为指导媒介发展的根本方针,受此影响,新型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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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化的产物”这一实质长期为公众所共识。 这一共识使得以制度为基础的公信力在我国新型主流媒

体的评估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性别、学历乃至政治面貌等差异一般而言无法显著影响公信力

评价。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组间差异比较中,仅有构成青年学生群体画像的代际(青年组) 、职业(学生

组)和收入(低收入组)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分析结果表明青年学生群体的公信力打分相对较低。
本研究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特定的群体心态在公信力上的反映,但也与新型主流媒体“破圈”能力不

足有关。 一方面,从青年群体的整体信任水平出发,有学者指出,当代青年群体的“以己观世”的认知

结构易将主流观念、逻辑和话语视作“一种异己的结构性权力” ,具体表现为对占据社会结构优势位

置群体与系统的负面评价。[22] 在本研究中上述认知结构则表现为青年学生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

给予相对较低的评价,这是特定群体心态在公信力评价上的反映,需要有针对性引导,也需要对青年

群体的成长保持乐观心态。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新型主流媒体针对青年的政治传播策略已起

到了相当的成效,已有研究表明,“学习强国” “青年大学习”等新型主流媒体的政治传播已成为培育

我国青年主流政治信任、减弱“宣传的回飞镖效应”的有效途径。[23] 不过,上述涵化作用仅限于新型

主流媒体的长期接触者。 倘若青年学生群体高度卷入的社会化媒体中缺乏新型主流媒体的有效入

驻,对主流价值关注度的缺失将间接导致青年群体政治信任水平的波动。 诚然,新型主流媒体有意

识地采用与“交朋友”策略[24] 、“萌化新闻”等表现形式,意欲通过良性、有效的传受互动来撬开这一

群体的“茧房” ,但本次调研结果意味着新型主流媒体仍需在年轻化的注意力市场发力,在日常的新

闻生产实践中关注平台中的圈子文化与数字文化,进入青年用户的信任边界,避免“陷入文化滞后的

陷阱之中” 。[25]

相比之下,老年与中年一代未出现相关问题,有学者解释为,老年一代中生代和老一代接受集体

主义观念教育,社会交往方式较为单纯,切身感受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信
任水平更高。[26]

老年一代的信任特征较为稳定与传统。 一方面,他们受现代思潮与网络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较

小,更容易固守传统社会中对权威的信任,反过来难以被新事物改变———前者的信任基础远大于后

者的信任基础,想要撼动殊为不易;另一方面,他们受上述影响较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

互联网的接触并不充分。 尽管 CNNIC 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

占比由 2022 年 12 月的 30. 8%提升至 32. 5%,意味着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但由于老年

群体大多“技术过敏” ,在媒介类型选择上,他们更喜欢通过报纸、电视获取信息。 老年一代被新媒体

“排挤”同他们对新媒体的排斥是双向与交织的,这意味着,在媒体信任的面向上,离传统与权威越近

的传播主体或将越能给予他们安全感。 而“70 后” “ 80 后”与部分“ 90 后”组成中年群体的队伍,亦
属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相关研究表明,这一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扩大内需的最强大驱动力,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长环境,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更为接近,与此同

时,中年群体成为当今网络舆论的主力军,“80 后”甚至被称作“舆论场最稳定群体” 。[27] 中年群体与

老年群体的信任特征呈现相似的稳定性。
(四)借“道”与借“力” :持续善用社会化媒体提升公信力

整体来看,社会化媒体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是存在正向影响的,这意味着新型主流媒体

自建设以来至今十年的“借船出海”卓有成效。 回顾新型主流媒体的实践历程,本研究认为上述正向

影响主要源自新型主流媒体在对社会化媒体逻辑的学习与把握中一步步实现“借”的升级与进阶。
早期,新型主流媒体致力于“借”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渠道之船” 。 从传统媒体时期倚靠政治属

性与媒介体制的单向传播路径向全媒体时代的复合传播路径转型升级,新型主流媒体入驻微信、微
博、新闻客户端、抖音、B 站、今日头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传播矩阵大大提高了新型主流媒体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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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助力形成单因接触效应( Single
 

Contact
 

Effect) ,即通过提升公众的熟悉度来促进信任感。 近年

来,新型主流媒体的“借船出海”除了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渠道之“借” ,还转向对平台中商业媒体与自

媒体的生产实践之“借” 。 最有代表性的是越来越呈现开放性与系统性的内容共创实践。 当前业界

的内容共创实践已构建出商业平台与用户内容生产的 UGC 模式、新型主流媒体专业内容(专业式团

队生产)的 PGC 与 PUGC 模式、众筹众包式生产的 UCC 模式、机器(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 MGC 与

AIGC 模式等多重内容生产样态,更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传播主流价值、主流内容与主流品

牌,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甚至有研究认为民间与官方舆论场已经同化。[28]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化媒体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的正向影响似乎与前文的研究发现存在

“悖论” :一方面,作为社会化媒体卷入最深的“原住民” ,青年学生群体理应更习惯于浸泡在互联网

之中;另一方面,调查发现青年学生群体对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价较低,即长久的浸泡反而没有导

向更高的公信力评价。 事实上,两个发现并不矛盾。 首先,基于上文的分析,青年学生群体的公信力

评价存在代际认知结构的特殊性,而社会化媒体对公信力正向影响的结果是一个涵盖各年龄段群体

的整体效应。 其次,新型主流媒体争夺注意力的能力在不同社会化媒体平台不尽相同,可以认为其

在年轻化的注意力市场呈现较大盲区,并不影响社会化媒体使用正向影响公信力评价的总体趋势。
这一“悖论”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持续“借船出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五、总结

通过现状调研获得一手数据,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主流舆论传播实践提供参照与指导,是本

研究最终的应用价值所在。 首先,发挥主流身份优势、妥善经营多元传播主体关系应当成为新型主

流媒体公信力建设的长期工作重点。 中央级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优势显著,有利于在突发事件的众

声喧哗中发挥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功能;在“央强地弱”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下,新型主流媒体在全媒

体传播体系的四级融合建设中则要兼顾不同层级媒体的协同经营发展;此外,媒体融合背景下,也须

把握好与新传播场域“反向融合”的多元传播主体的竞合关系,最大程度发挥主流舆论的引领作用。
其次,强化新闻生产效能、深化融合创新实践有利于弥补公信力调研中呈现出的短板问题。 公信力

评价中“行业定力”维度的薄弱反映了部分新型主流媒体对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短暂忽视,最终

成为公信力评价的短板;而青年学生群体的疏离本质上体现了新型主流媒体创新与变革的乏力问

题,因此,“守正创新”依旧是新型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建设的根本。 最后,新型主流媒体该如何建设、
如何做强,是学界与业界始终在探寻、争论与尝试的问题。 尽管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自主平台的力度

同样不断加强(如《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平台终端”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任务,可以

看作是新型主流媒体对传播权力与传媒市场的进一步争取) ,但基于用户的多点订阅习惯、“偶遇式

新闻”的新闻消费行为等现状,新型主流媒体短期内仍旧需要依托以社会化媒体为主的商业型技术

平台进行内容传播,即“借船出海”策略持续升级,并协同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的“造船出海”方案

共同发力。
总结来说,本研究的实践意义较为突出。 通过大规模调研数据与实证研究方法描摹了新型主流

媒体的公信力现状,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主流舆论传播实践提供了一手数据的现实参考。 网络调

查的方法较于传统的实地访问与电话访问更具便捷性,还借助第三方数据公司提供的限制性条件设

置最大限度规避了“坏样本” ,与此同时,也突破了一定的地域条件限制,通过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较

为科学地反映了全国网民的公信力评价情况。 未来,将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研究纳入社会转型的发

展过程,一方面可开展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更长期的调研,通过追踪样本来检视与揭示我国新型主

流媒体公信力多阶段的现状变化脉络。 另一方面,还可尝试建立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排行榜,
直观地呈现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现状及其中的典型,并通过形成传播事件的形式,促进新型

主流媒体公信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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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Credibility
 

of
 

New
 

Mainstream
 

Media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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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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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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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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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this
 

study
 

conducts
 

a
 

research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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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bility
 

of
 

new
 

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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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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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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